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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





                          夏其龍

香港地區的客家村落 
香港地區現時包括香港本島、九龍半島及深圳河以南的新界。移居這地區的客家人可上溯至14世紀末葉。例如上水的廖族始祖在元代已遷來新界。當時科舉沒有客籍名額，據口述歷史得知，廖族為使族人能考取功名，決意放棄客家方言及生活習慣，努力學本地話讓族人儘量「本地化」。
 直至清嘉慶7年 (1802年) 朝廷增設了客籍名額後，客家人才可以本來身份應科舉入仕。客家人再次大量移入這地區是在17世紀清初「遷界」政策後。當時朝廷勒令沿海遷界，數年後又先後復界。
 在這過程中，部份本地原居民沒有遷回。客家人取得清政府鼓勵，因此攜家人財物舉家南遷謀生。
 例如大埔碗窰的馬氏家族。

英國人於1898年接管新界前的調查顯示，拓展界內約有423條鄉村，其中有255條客家村落。
 接管後在1991年的人口調查顯示，新界客家人約有5萬，佔當時全區人口的一半。
 香港的客家移民刻苦耐勞，多從事採石、燒灰、製磚、瓷窰等當時的新工業。另外一些客家工匠專門於秋收後巡迴各村落中辛勤地替人織麻布、織席、磨刀、作木工等。
 還有一些沒有一技之長的客家農民便要到偏遠的山區開墾瘦瘠的土地。他們可算是地位上和地理上都處於社會邊沿的族群。
 初期香港傳教士在新界接觸的大部份是他們。

至於最後一次客家移民大量來港是在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有學者認為這時候傳統客家村落的世系群開始有地域解組的現象。
 客家村大量人口外流，或至外洋，或至市區謀生。同時也有外姓人遷入，使客家村落逐漸失去它原先的特色和內聚力。

本文的報告範圍包括1860年代起大概一百年間，今日香港地區的大埔、西貢、元朗等客家村落或客家人聚居地的天主教。這些地方包括碗窰、汀角、西貢、鹽田仔、大浪、赤徑、深涌、長莆和金錢圍等地。
 起初，這些村落仍在清朝統治範圍內。香港的西方傳教士非常嚮往能到大清帝國統治下的地方，向真正的中國人傳教。他們有些人甚至穿上唐裝，打扮成中國人一樣。
 1898後，這些村落歸入英國所管治的新界內，剛避過了1900年前後中國反洋反教的義和團運動。這地區的傳教工作沒有受到干擾。

直到1950年代由於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天主教的傳教重點便轉到新移民集中的地方。這時香港本島以說廣州話的居民為主，與政府有關的學校也以廣州話為教學語言。當時的廣播及電視節目也以廣州話為主。這些因素使說客家話的村落逐漸學曉說廣州話。
 有些客家村落在幾代的演變後竟成為以本地話作溝通的村落。
 在這同時，新界青年被市區工業經濟發展及城市生活所吸引，大都放下犂耙，走進城市及工廠求職或移民外國謀生。逐漸地使新界的小村落成為十室九空的廢村。
 結果天主教在客家村落的傳教工作也就停頓下來了。

客家人接受信仰 

客家人向來有強烈的族群思想及鞏固的傳統觀念。在宗教習俗上也表現出虔信忠誠的態度。客家族群中的祭祖拜山，設立神龕供奉靈主是世俗制度和普化宗教相混和的傳統，有它存在的社會作用，不容易動搖。
 可是，在信奉天主教前，他們郤要首先焚毀「迷信物」，放棄供奉神龕等。這是19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對進教人士的第一個要求。
 所以當時向客家人傳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天主教傳入廣東客家地區，起源於一些在南洋接受了天主教的客家人。他們將信仰帶回自己的家鄉。其中一位的名字是吳東。他在泰國及馬來西亞檳城謀生時，於1844年領洗入天主教。他後來回到嘉應（梅縣）的家鄉
，帶領了他的鄉親接受天主教信仰。當時離嘉應約5里在梅江河邊的丙村
可能已經有一群信徒。後來吳東身邊願意信教的人越來越多，他便在1850年邀請一位傳教士來給他們付洗。當時應邀往粵東的是曾在香港傳教3年多的李神父。
 在福建客家地區也有由教徒自動發起的傳教活動。
 從南洋回流的客家人在家鄉傳教，在有需要時便藉着傳教士的關係介紹別人移民海外。

傳教士把開辦學校作為傳教的第一步，正配合客家人的需要。
 客家的傳統重視科舉，客家婦女負起農耕的任務，就是讓客家男子專心讀書求取功名。當科舉制度在清朝末年(1905年)被取消後，促使子弟讀書便是為了獲得參與商業世界，在城市求職的本錢。客家人本來向外流動的能力很高，加上天主教會的普世性質，很容易藉着傳教士的轉介，移居外國。客家教友村並不倚重地域據點，而是藉著教育水準的提高，增加向外的流動性。
 所以傳教士辦學正好把傳教的意願和村民的需要配合得天衣無縫。

但是，也有一些人要求入教並非為了信仰，而是希望獲得傳教士的保護在衙門裡解決一些有關官司的問題。傳教士也明知這些人只為了獲得實質俗世的利益，但也希望藉此引導他們獲得真的信仰。事實上，結果是整條村往往會因而慕道進教。
 這些人的進教，表達了那時人們正放下宗族，朝廷的保護而接受教會及外國人的保護。

師多敏神父
在西貢傳教時這樣說：「除了履行牧民職務外，還要為教徒或非教徒排難解紛。有時還要作辯護律師一般，為貧窮教徒向有權勢的非教徒或官員爭取公道。近日，我正為一教友村向一非教徒爭取公道，後者用欺騙手法，借助權勢，企圖宣稱一塊已多年來屬於教友村的公地為他的物業。有些非教徒的領袖已答允簽署文件向官方證明該地屬於教友村。」

有個傳說令傳教士啼笑皆非，卻也反映出當時村民進教的心態。一條客家村有一個老人病危，傳道員勸他入教為能進入天堂。最後他在臨終時領了洗。有些婦女隨後請神婆來招他的魂，問他現在是否像傳道員說的到了天堂。神婆轉述他的回答說：「真的，幸好領了洗，現時我在天堂」。這件事在村中迅速流傳，令其他人紛紛慕道入教。

傳教士在客家村落中也會遇到一些天主教教規不容許的事情，例如納妾、棄嬰。有些已納妾的客家人便不能入教；他得等待妻妾其中一人逝世後才能領洗。否則便要等到臨終時才可領洗。師多敏神父也有另一個敘述: 「數日前我付洗的一個嬰孩，給父母棄置在屋外整夜給北風侵襲。不久，我收了一個在籃裡用爛布包著的嬰孩，已放置在垃圾堆多時，當時螞蟻已爬滿了嬰孩的身體。」
 
有些慕道者還留下一些迷信的行為，以為曉得背誦一些經文就可以要求領洗。
 另一方面，客家村落的教徒很尊敬神父，教徒見到神父時，都習慣右腳單膝跪地說：“神父，主佑”。

研究香港天主教歷史的學者田英傑神父
認為客家人的鄉村比較樂於接受福音的宣講。他解釋說這現象可能是由於客家人是「客居他鄉」的人，而且部分族人曾移居或已移居其他亞洲國家，因而慣與外國人接觸，較易接受外來宗教。另外，本地人多看不起這些外來的客家人，甚至壓迫他們，所以鴉片戰爭後加入一個由外國傳來的教會能令這些客家人得到一些額外的保護。

香港天主教的傳教士

現代人可能很難相信，在偌大的地區，交通困難，通訊不易的處境中，在百年間各處奔走的傳教士只得30多人。初期在這區傳教的神父通常只有兩位，有時只得一位。比較後期也有四、五位。這區傳教工作的負責人先後有：和神父 (Simeon Volonteri 由1865年至1878年)、穆神父 (Giuseppe Burglignoli 1866-1871) 、和神父 (Domenico Piazzoli 1877-1892)、師多敏 (Luigi Pozzoni 1892-1905)、羅奕安  (Angelo Ferrario 1905-1914)、丁味略 (Emilio Teruzzi 1915-1927)、達依理 (Pietro Daelli 1928-1929)、穀祿師 (Richard Brookes 1931-1933)、區鴻慈 (Valva Didacus D’Ayala 1933-1950 ) 。
輔助傳教的西方及華籍傳教士包括：柯神父 (Cajetano Origo 1865) 、余神父 (Francesco Guiliano)、德若翰 (John Michael Spada 1890-1894)、沈若瑟 (Joseph Zamponi 1895-1900)、Banchi (1900-1902)、賴神父 (Attilius Poletti 1902-1903)、梁子馨 (Andrew Leong 1862-1897)、朱神父 (Stephan Chu 1873-1882)、譚神父 (Anthony Tam 1875) 、符神父 (Matthew Fu 1867-1900)、陳鴻村 (Joseph Chan 1902-1904)、陳蘭芬 (Francis Chan 1904-1909)、盧履中 (Philip Lo 1920-1921)、司徒廷昭 (John Situ 1913-1929)、黃子謙 (Francis Wong 1894-1942) 郭景芸 (Renatus Kwok 1941-1942)。他們的足跡遍佈大部份客家村落，也為許多教徒和非教徒認識。

香港的天主教於1860年獲得廣州天主教的同意，把它的傳教地域擴展至部份新安縣（寶安）；包括大埔、西貢、元朗等地區。
 於1874年成為宗座代牧區時，再擴展至歸善縣（惠州）、海豐縣。
從此以後，來港服務的西方傳教士要分別學習3種方言。留在香港本島工作的學習廣州話，前往海豐的學習鶴佬話，派往歸善的才學習客家話。但在1860年代，在香港本島以外工作的傳教士都只是學習客家話。

這些從歐洲來的傳教士大部份是意大利人，都很有語言天才。他們學習客家話是為了應付一般的日常會話及講道。當時教會內的禮儀仍沿用拉丁文，施行教會的聖事也用拉丁文。傳教士總有僕人隨著巡行各村，由於他們熟習和能捉摸傳教士的意思，也能權充翻譯員。而教徒或村民都能體諒。彌撒中大家高聲誦經，遇有還在學習語言不能講道的神父，他們便齊聲朗誦教義問答代替彌撒中的講道。

所以對初期傳教士說方言的水準上，要求得並不高。
 雖然如此，其中一位西方傳教士學習客家話遇到困難，寫信回家這樣訴苦說：「和神父 (Volonteri) 所繪製的地圖，地名的拼音都用本地話。
但是傳教士說客家話，所以在信上寫的地名拼音都是按照客家話。本地和客家是兩種方言，前者在廣州、港島、南頭及鄰近廣州的新安縣部份流行，後者流行於九龍直至邊界，當中有些本地村落夾雜在客家村落中，那些本地村民卻聽得懂客家話。由於很少歐洲人學習客家話，傳教士沒有像學習北京話及本地話那麼多參考書。唯一的幫助是基督新教翻譯的客家話聖經，但這本聖經只有客家話拼音，沒有逐字翻譯解釋，為學習語言幫助不大。而且他們的聖經人名，地名與我們的不同。這裏很難找到曉得客家話又通曉一種歐洲語言的教師。現在我們的教師只懂客家話，他只能慢慢地教。」

逐漸地，後來的教士便有需要掌握多一點以方言溝通的能力。這時，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雷神父也提供了以客家語加上法語拼音的書籍。
 其中包括教義問答、耶穌小傳、領洗及彌撒、告解等應用的句語。後來他還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字典，1926年重編及出版，1937年更出版了一本有法文、中文及客家拼音的會話集，主題深入有趣而交談內容很尊重中國文化。
 [附錄一：客家會話]

在客家村落一般傳教的方式是神父週遊各站，每處停留不多過八天。
 主要是考核要理，付洗，行聖事，主持彌撒。兩位華籍修女在神父巡行一個月前，在這些客家村落四出探訪先作準備。
傳道員則較長期駐守各傳教站同時兼任教師。

 大埔區 

1841年天主教在香港本島成立傳教站。傳教士先在歐洲人集中的中環威靈頓街，建立了一個教堂作為基地。數年後 (1848年) 便向港島南部的石排灣、田灣、香港仔的漁民展開傳教工作。同年，渡海到九龍半島西部的漁村淺灣（即今日的荃灣）傳教。隨後，他們在1862年經由淺灣攀過大帽山前往大埔傳教。這是在清廷租借新界給英國30多年前的事。

大埔，面臨吐露港，背靠八仙嶺，古名大步。公元963年南漢後主在這裏設置場地採集珍珠。到清初，大埔更為交通樞紐，有街渡往來沙田以至潮汕。大埔區本身擁有本地人和客家人的村落，它亦有陸路通到從元朗經由深圳到南頭這個本地人的墟集網絡，也有水陸兩路通連到從沙頭角到惠州這個客家人的墟集網絡。
 英國接管新界的儀式也是在大埔舉行，可見它的重要地位。這裏的大埔墟早在清朝康熙年間已經建立，位於觀音河東北岸，汀角路口。太和市是光緒19年 (1873年) 大埔七約鄉民入稟建立的新墟。
 大埔墟和後來的太和市成為這一區進行交易的中心，包括碗窰、汀角的村民。 

當時傳教士在碗窰、汀角這兩條客家村落各有一間作短期逗留的宿舍並兼作小堂的傳教站。小堂只能容納20多人聚會，並沒有長期駐守的神父。太和市建成後，該兩間小堂相繼停用。傳教士在太和市的錦山地方興建了一所更大的聖堂。當傳教士從附近各村回來時，便在聖堂外懸旗，讓教友知道星期日將會有彌撒。後來教徒人數增加，錦山聖堂地方不敷應用，便於1961年落成了現今位於運頭街的大埔天主堂。

碗窰
  
從荃灣沿山路來大埔的傳教士包括和神父 (Volonteri)
、穆神父及梁子馨神父。他們3人來大埔傳教的第一站便是碗窰。碗窰村位於大埔南部的山坡，當時是一個陶瓷工業中心。
 這裡的窰爐在明代屬於由原籍江西省吉水縣（今稱吉安）的文、謝兩個家族。
 清朝康熙下令遷界後，碗窰村民被迫撤離。遷界令於康熙八年 (1669年) 解禁，並陸續准予復界。但文、謝兩族已無心重操舊業。廣東長樂縣（即五華）的客家人馬彩淵聯同族人於康熙13年 (1674年) 向文氏購買碗窰村的瓷窰，重新開始製作陶瓷。由於隨著而來有一長時期的太平，居民生活漸趨穩定，對碗窰的青花瓷器要求日多，產量也不斷提升。故此，復界後碗窰生產青花瓷器的數量遠比前期為多。[附錄二：碗陶就是碗窰]

馬彩淵有4位兒子並擁有上碗窰13座水碓作坊，所以創立馬四於堂共同管理擴張中的陶瓷工業。道光年間馬氏的後人馬文合於下碗窰建造了一個青花窰場，進一步發展陶瓷業。碗窰的陶瓷業衰落是在民國後。主要的原因是廣東佛山、潮州和湖南醴陵的產品比碗窰的陶瓷製品優良，且源源不絕通過水陸兩路運銷香港。另一方面，外國泊來瓷器用機器大規模生產，既精美，成本又低，大量向本港和南洋一帶傾銷，至令碗窰的陶瓷業無法生存。結果1930年代 (1932年) 便完全停產。上碗窰村現有馬氏宗祠供奉先人的靈位。也有一座樊仙宮供奉始創陶瓷器的祖師樊仙。
 
傳教士在碗窰辨的第一件事，是為預備參加公開考試的兒童，開辦了一間只有兩班的學校：一班為小童，另一班為較大的兒童。
 1863年中，傳教士在樊仙宮側跟建了一座小堂
，並首先為一位60歲的村民領洗。
 到該年聖誕節另外數位成人及兒童也領受洗禮。
 按教會的統計，1874年該村已有教友30位。碗窰馬氏家族與天主教會有密切的接觸，很多人領洗入教。當中出了一位出色的天主教客家傳道員和一位客家神父。

按高主教的敘述，碗窰的傳道員 Kim-siu (1846年-1877年) 12歲時要求領洗，但遭父母反對和打罵。1860年他時年14，那時還未升主教的高神父到碗窰探訪，在他家中留宿。事後，他父母勉強地准他隨高神父回港求學。他在香港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訓練，受洗後被派到香港仔協助傳教。1864年他重返碗窰協助神父建立傳教站。他的父母始終不願入教，但他說服了自己的兄弟受洗。他成了家，受聘為傳道員兼教師在客家村落照顧教徒。可惜他染上肺癆，在香港接受護理無效。於1877年當他得悉病已垂危，便要求回鄉。在領受臨終傅油後逝世，年31。高主教稱他為大陸宗徒，並說若能有多一些這樣的傳道員，自幼由傳教士培育，有極大的潛力引領人進教。他的殯葬禮由梁子馨神父主持，參禮教徒來自鹽田仔、黃泥涌、輋立、烏龜沙等地。
 可見當時的教徒肯定這位傳道員的貢獻。
這位傳道員逝世24年後，碗窰的馬俊賢於1911年12月28日被祝聖為司鐸。馬俊賢神父 (Anthony Ma, 1887-1957) 在大埔碗窰村出生。父親馬善基、母劉氏皆是教友。俊賢少年時期進入修道院。他父親在1905年逝世，遺留給他約一畝半的田地，但他仍矢志修道，沒有離開修院。馬俊賢晉升為司鐸後旋即被派往位於惠州南部，潭塘區的客家村落服務。1922年，他被委任為惠州範和岡區的主任。二次大戰該區被日軍佔領期間，馬神父被委任為惠州及惠陽區的主教代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一切教會活動陷於沉寂；他亦被拘禁在廣州。1957年他才獲得批准以醫療理由離開中國。但他抵港數月後，於十月十四日便病逝深水埗寶血醫院，並葬於跑馬地墳場。
 傳道員 Kim-siu和馬神父算是天主教在碗窰傳教的成果。
汀角 

當穆神父與梁子馨神父在碗窰工作時，和神父卻獨自到太和村開設傳教站。
 由於他命人在住所開鑿了一扇小窗，在村裡險些引起暴動。因為在開鑿小窗的當天，村裡的一個嬰兒死了和一個女人感到不適。村民認定是驚動了神靈，擾攘一番後，和神父只得離開那裡。

剛巧位於吐露港北部八仙嶺下的汀角村村民要求傳教士開辦學校，於是和神父便轉到汀角那裡工作。1864年4月8日他主持的學校開課，共招收了80位學生，其中有20位住在校舍，猶如寄宿生。開學一年後的復活節有8位學生開始學習天主教教理，隨著的聖神降臨節，和神父在村中的廣場舉行天主教儀式，並向在場圍觀的村民講道。1865年春天，年輕的柯神父
來到汀角加入傳教。那時，海盜常來襲擊，村民便要求他幫助。柯神父也曾為此事寫信向米蘭總會的長上請示，是否適宜向港英或廣州官員要求介入保護。

汀角是一個雜姓群居的客家村。村內有一座建於清初的武帝廟。廟內存有清乾隆五十年 (1785年) 的「題助碑」及「題助客碑」共二塊，記載了當年捐助重修該廟的155名善信，共27姓。這兩塊碑反映出當年汀角村一帶已有甚多雜姓居民；捐款名單也包括很多罟船，可見汀角附近的航運十分發達。碑上有一特別聲明：「碑內無名，子孫永遠不得在此讀書」。
 這反映出清代香港地區的鄉村十分重視教育，所以能夠以提供地方給子孫讀書為理由要求村民捐助重修廟宇。這座廟在宣統2年 (1910年) 重修後被颱風摧毀。現時的武帝廟於 1978年重修。

和神父之後第一位駐守大埔地區服務的華籍神父名為梁子馨。他晉鐸後立即在汀角工作。在隱蔽樹蔭深處，傳教士有一所寬敝的房子。村民由於迷信風水，不肯將那些太過茂盛的風水林砍去。
 和神父與梁神父一起在汀角傳教，不時翻山越嶺到不同村落服務。後來和神父根據每次寫下的路線資料，繪畫了一幅著名的新安縣全圖。這地圖是當時傳教士唯一可資參考的詳盡傳教地圖。後來和神父主力發展西貢各地傳教工作，留下梁神父獨力肩負大埔區碗窰與汀角一帶的牧民工作。

和神父在碗窰工作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他很高興的事。1869年新安縣南頭官員派遺一位文員到大埔區辦一些公事。這位文員要求和神父接待住宿。在停留汀角的15天內，他在空閒時聆聽和神父向學生教授要理，並隨手瀏覽傳教站的一些教理書籍。但和神父郤沒有主動向他強行傳教。告別時，他表示很讚賞和神父給他自由思索的空間，使他反而強烈地希望成為教徒。離開汀角後，他開始學習教理，一年後結果領了洗。
 

1875年，一宗意外悲劇郤在這裡發生了。譚安當神父屬於澳門熱心教友的譚氏家族，並有一位兄弟同在小修院就讀。他的姊妹為寶血會創會成員之一的譚瑪達肋納和若翰納。他是高主教晉昇的第一位司鐸。在1875年晉升司鐸前，他曾在西貢一帶傳教。晉鐸6個月後他被派往汀角傳教。事發那天，他從汀角出發，帶同一位教徒及一位木匠乘坐一艘小艇，在離開汀角灣時遇到大風。小艇翻側，三人墮海，只有該名教徒因善泅沒有遇溺。譚神父與木匠抓著一塊木板浮於水面，後來經不起風浪衝擊，最後溺斃。譚神父在波浪中為該木匠付洗，完成了他最後一項的傳教工作。

西貢區 

傳教士在碗窰和汀角建立了據點後，柯神父於1864年從大埔區轉向西貢區傳教。後來為了給香港本島時常來往西貢的傳教士有一個住宿的地方，教會於1869年在九龍城附近海濱名為沙地園的地方設有兩間宿舍，作為傳教站和小堂。
 該小堂名為聖方濟各堂 (St. Francis Xavier)。從這小堂前往西貢要步行3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達。
 負責整個香港天主教傳教工作的傳教士，他們便經常循這途徑往西貢巡視，並留下寶貴的報告。[附錄三：傳教士的報告]

西貢墟由於位置適中，又處於墟市集中地，自然成了西貢區這一帶的傳教中心。1866年3月，西貢墟傳教站建成，由柯神父主持啟用儀式。
 西貢墟第一批信徒領洗共19位，他們皆來自西貢的姓林、劉、李、溫的家庭，以及企嶺下的何氏家庭及輋下李氏家庭。到年尾，西貢約有30人進教，大部份姓廖及姓李。
 西貢墟傳教站成為教友聚會、交誼及郵遞中心。這傳教站的僕人和一位兼任教師的傳道員也成為重要的聯絡和接觸點。
  可惜兩年後，柯神父便因病逝世，年僅33歲。

據說，在1867至1869年之間，和神父曾組織西貢區的教友起來武裝自衛，以抵禦來自上水富豪家族的討伐。事緣當地村民貧困，成了上水富戶的佃農，但卻無法清繳他們要求的苛徵。
 1869年和神父被派到河南傳教
，穆神父也回到香港本島服務。一時間，西貢區的傳教暫時停頓了。

奧地利帝國官員許納男爵 (Huebner) ，在他的著作「1871年環遊世界」
 中曾描述停留香港時到西貢探訪的情況：「一個早上，高神父 (Raimondi) 和一位拉丁文說得相當流利的中國神父與我一起出發往新安。我們在五十分鐘內過了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分隔的海。然後，穿過一條小徑，登上一道圍繞著這地區的圍牆（很可能是九龍城寨＿筆者按）。在其上，香港景色，一覽無遺。在3天中，我們行裝簡便，在這些偌大的地區和海盜集結的地方居留。有部份的海盜已皈依天主教，改邪歸正，其他的也逐漸改過遷善。第一晚，在西貢村渡過；…… 在每條基督徒的鄉村，都有一所小聖堂，裡面有沒有安放著十字架，要視村民的態度而定。此外，還有一間簡陋細小的房間，是給經常到來探訪的神父作居留之用的……。」

西貢區一位66歲的傳道員不幸於1872年逝世。由於他熱心傳教，受人尊重。他的殯葬禮公開舉行，送殯的大隊巡遊至墓地，可見傳道員也在當地建立起相當崇高的地位。
  這一年西貢的教徒只有28人。
 到1877年可容納300人的教堂已不敷應用。
 教徒早晚都應號角呼喚前來十分熱心誦經，每次約半小時，彌撒中大家高聲誦經。

到了1873年，年輕的和神父(Luigi Piazzoli 1845-1904)才到西貢區主持教務，
 朱神父 (Stephan Chu) 協助，暑假期間還有譚修士及符修士也加入這傳教行列。

傳教士向來重視建立學校為教友提供天主教教育。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藉著天主教學校，製造一些接觸非教友學生及家長的機會。
 從一開始，傳教士便在西貢設立了一間學校，正如在碗窰和汀角一樣。
 可是這一區的學校數目並不固定。因為有時找不到教師，有時因為沒有錢聘請。

和神父 (Piazzoli) 因持有法國護照，在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被中國政府懸紅500元捉拿他。和神父因此被迫離開西貢。
 其後的幾年傳教工作因而停滯不前，入教的人不多：一年只得十餘成人領洗。
 在西貢區傳教事實上屢次存有危險。1942年內三位在這區工作的傳教士先後被人謀殺
：他們是黃子謙
、郭景芸
、丁味略神父。
 1974年則范賚亮神父於9月28日在西貢傳教士寓所被人殺害。

西貢墟雖然是傳教中心，傳教士卻經常在西貢區各村落傳教。其中最主要的教友團體卻是鹽田仔、大浪、赤徑和深涌這4個村落。
鹽田仔
 

客家陳氏家族於15世紀從北方移居廣東五華，於18世紀再移至深圳觀瀾。19世紀陳氏3支分別移居西貢鹽田仔，大埔鹽田仔（近船灣避風塘）及上水坪洋（打鼓嶺）。
遷移到西貢墟對開鹽田仔小島的陳氏家族，在島上開闢了六畝鹽田。是香港地區五個鹽田之中最細小的一個。其他的鹽田為大嶼山的大澳，屯門的新墟及皇家圍，沙頭角的鹽寮下，大埔船灣的鹽田仔。客家陳氏家族在鹽田仔以產鹽及捕漁為生。所產的鹽和漁便運到西貢和附近一帶出售。島上村民人口在全盛時期也只有一、二百人。鹽田仔的鹽田於1930年代改作耕地，並於60年代改作魚塘後被棄置，而90年代整條村便被空置 。現在，大部分居民已僑居英國。近年來，有發展商計劃將該島的村屋重修，作渡假及環保教育用途。

柯神父於1866年秋為7位來自鹽田仔的村民付洗，然後在同年聖誕節又邀請和神父(Volonteri)給另外33位島上的陳氏村民付洗。這一批在聖誕同時領洗的村民有陳氏3代。分別是源字輩的陳源昌 (80歲) ，基字輩的龍基 (43歲) 、星基 (41歲) 、廣基 (27歲) 、存基 (19歲) ；廷字輩的廷和 (3歲)、廷興 (9歲) 。這是香港地區整條村三代同時進教最有根據的例子。鹽田仔是一小島，人口不多，又屬於同一氏族，所以有充足條件能全條村進教。後來他們聯同加入教會的其他村民，自動獻出地方以興建聖堂、住宅和學校。該澄波學校於90年代由於缺乏學生而關閉。
至1875年，鹽田仔全島居民也領了洗。
 1879年及1880年，聖人福若瑟神父也曾到鹽田仔為兩位村民付洗。
  1890年，鹽田仔的聖若瑟堂正式舉行祝聖禮，以取代原有的小堂。〔附錄四：三代同時進教〕

鹽田仔於1872年教徒人數為43，
 1892年為110人；
 直至1959年仍有193位教徒 。傳教士公認他們是傳教區內十分優秀的教友。
  可是當西貢來往鹽田仔的定期街渡停航後，這教友團體便告消失。島上最後一人也於數年前搬離，今日已無人在該島定居。每年在5月1日前後的主日，陳姓家族仍一起回到鹽田仔聖若瑟小堂聚會，慶祝聖若瑟勞工主保瞻禮。現有的小堂建於1890年，其後曾於1949及1962年裝修。最近一次的修葺於2004年5月完成。鹽田仔這條首先全村進教的村落，於百多年後仍然舉辦一年一次的象徵行動，算是難能可貴。
鹽田仔出了兩位司鐸五位修女，可算是繼碗窰後客家村落傳教的豐碩成果。第一位司鐸是陳丹書神父 (Gioacchino Chan 1890-1975) 。他於1917年，晉鐸後，到了惠州和汕尾傳教。
 六十二年後 (1979年)，鹽田仔的第二位司鐸是陳志明 (Dominic Chan 1952- ) 晉鐸， 
 現任香港教區副主教，繼續積極維繫鹽田仔的教友團體。原籍鹽田仔的五位修女，分別屬於聖保祿會及寶血會。

大浪灣
大浪灣共有4條古村，包括大圍、林屋圍、張屋圍和咸田村，
 屬於包括30多客家村落的西貢南約。
 大浪灣內共有十種姓氏，其中以姓湛、張、黎、戴、孔、林的村民人數較多。村民以務農和捕魚為生。1950年代的黃金時期，曾有六、七百名村民居住。其後，大浪灣的青年大舉前往英國謀生。當大浪灣最後一間小學也結束後﹐村內小童 與家人也紛紛搬出，村落漸漸荒廢﹐村屋不斷塌下來。199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顯示該區只有14名居民。

大浪村的天主教小堂於1867年建立。名為聖母無原罪小堂。這區的3條村大部份教徒在1867年由和神父 (Volonteri) 及穆神父付洗。
 該年穆神父與兩位國籍神父開始在大浪傳教。
 1873年大浪教堂擴大了三分一，可容納二至三百人，座位分男女兩邊，並各有一走廊，祭台及聖堂內部十分美麗。是當時西貢最大的天主教教會。傳教士認為可媲美任何歐洲的小堂。1872年有教徒130人。

1875年，高主教在就任主教職後作第一次牧民巡迴探訪時，特意在這裡停留了4天，與村民一起歡渡農曆新年，可見他對大浪灣的重視。
 1879年，大浪灣已有162名教友。
 有一位本地傳教士駐守。大浪是這區最重要的教會團體，很少村民未入教，是這區教徒最多的村落，所有迷信的物件都已毀滅。這裏的兒童與傳教士十分熟落，常撕着傳教士的鬍鬚，摸着他的鼻子，提問他的年齡。

現存的小堂於1931年期間建成。在日據時期，東江縱隊屬下港九獨立大隊以這裡為常駐地。
  該教堂已由古物古蹟辦事處定為第三級歷史建築物。
赤徑 

赤徑是雜姓村，由范、趙、李、王、鄭五姓的客家人組成。
 1866年穆神父在赤徑傳教，其後建立了一宿舍及一小堂。
 1872年已有59位教徒。
 據傳教士的報告，這裡的教徒簡樸又熱心，每日很多人到堂念經。他們之間又合作團結，是模範的團體。

有關赤徑傳教的記錄不多，但郤提到1895年聖誕節在這裡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余神父 (Francesco Guiliano ?-1900)打算一早在赤徑主持了彌撒，然後再到大浪主持另一台彌撒。他早上四時起床，使人召集教徒，但屢次吹號角也沒有人回應，沒有人出現。直至7時半才開始有教徒聚集。他驚奇地問發生了甚麼事，村民回答說夜間在海岸發現有老虎出沒，並走近村屋，所以村民不敢在太陽上山前離家前來教堂。他們說可幸該老虎並不住在附近，只是間中在這裡出現。
 當時這一帶荒蕪的情況，可以想像得到。
傳教士覺得這裏的教徒漸漸地冷淡起來，也再沒有很多人入教。
 日本佔領香港時，東江縱隊屬下的港九獨立大隊曾以赤徑教堂作為該大隊及西貢中隊的隊部。
 這期間，教會的工作完全停頓。但是赤徑村民始終受天主教影響深遠，至1959年還有248位信徒。
 直至1960年代，村內家家張貼的門聯，內容均與教義和聖經有關。但到了1990年代，整個赤徑內只有3個長期居留的村民。

深涌 

深涌在西貢半島西北部，吐露港海峽東南岸，西部朝向企嶺下海，僅略高於海平線。區內有一條緩流清溪，沿沼澤及荒廢農地流入沿岸泥灘。

有關這條村的資料可搜集的實在不多。只知道1872年深涌有30位教徒。
 和神父(Piazzoli)曾鼓勵他們築一長堤使海水在高潮時不至淹沒農田。另外，傳說由於教會的影響，在深涌一向出沒的海盜及盜賊，不再在這裡群集。
 穆神父也在深涌傳過教，他認為這是一個優良的教友小團體。
 1959年還有120位教徒。
 傳教士也在深涌辨學，建了一間學校名為公民學校。
其他村落
除了西貢區上述4個主要教友團體外，傳教士或徒步，或乘小艇，村過村地到其他客家村落巡迴傳教。荔枝莊、蜑家灣
 、黃毛應
、白沙澳
、南山
、斬竹灣、北潭涌
 、浪茄
 、糧船灣、蠔涌、大網仔、西灣、下洋、海下、窩尾
、烏溪沙等地也曾是傳教的對象，在傳教士的書信中也有提及。
傳教的工作在地域上雖然開展得很快，領洗入教的人數卻只是緩慢增長。按1872年香港天主教徒人口統計表顯示
：除了港島約有900教徒，人數比較大一些外，其餘在九龍 (10) ，荃灣 (16) ，大埔區的碗窰 (30) ，汀角 (2) ，西貢半島的西貢 (28) ，鹽田仔 (43)，赤逕 (39) ，深涌 (30) ，蜑家灣 (16)，烏溪沙 (22) 等教徒人數都在50人以下，只有大浪灣是例外，有130人。在這些村落都設有小堂，堂內設備簡單，沒有任何裝飾，堂側還備有一間傳教士用的房間。通常還設有一間供上課用的房間。在3個村落，更各設有兩間為修女留宿的房間，4位國籍修女們兩人一隊在各處逗留半個月至一個月給兒童及婦女講解要理。
 

元朗區 

1917年夏，丁味略(E. Teruzzi 1887-1942) 和盧履中(Filippo Lo 1889-1970) 兩位傳教士從大埔沿著林村來到元朗平原傳教。同時打發傳道員到元朗、八鄉、龍鼓灘等地聯絡，並引導村民領洗入教。丁神父屢次以無比的勇氣，竭力維護自己的教友，免受權貴的欺壓和不義，以致非教徒也向他求助。他因誠懇和樂助的態度，頗博得眾人的愛戴。

其後主持這區教務的，是熟習客家話的穀祿師 (Richardus S. Brookes)。
 當時元朗區大部份是客家人，靠親戚及朋友間互相推介認識教會。位於元朗舊墟的東頭村早於1925年便以私塾式教學在教堂內授課，宿舍於兩年後落成。聘請了兩位傳道員，男女各一。也開了5間學校，聘請了男女教師5人。這時，元朗的教友共有66名，慕道者11名。八鄉教友14名，慕道者10名。慕道者並不集中在一處，郤分佈於上輋、金錢圍、黃泥墩等數個村落。傳道員只能在秋收後的兩個月內，以速成道理班準備他們領洗。1929年元朗區已有133名教友，39位慕道者。

寶血會修女曾在元朗區的傳教上作出很大的貢獻。自始，元朗區便獲得兩位寶血會修女協助傳教。她們到鄉村出差，一住便是一兩個月。她們在那裡替慕道者講道理，為教友小孩預備領聖事。這項傳教工作除了1936年至1948年期間終止了一段時間外，一直維持至1963年。教區指示修女往鄉間傳教時必定是兩人同往，1948年至1963年期間，有一修女為主力，陪伴的修女往往3、5個月不等，再由另一位接替。香港淪陷期間 (1941–1945年) ，因交通阻塞，出入不便，已在鄉間傳教的修女不能回港，不能更調或派遣。

客家村落的傳教工作，除了神父修女外，便落在傳道員身上。其中傳道員戴丁翰於1940年退休時已於新界及寶安已作了25年傳道員。各區教友很器重傳道員的貢獻，特呈交函件給主教要求續派傳道員在元朗傳教。元朗區的神父因要在星期日駐守主堂，在其他村落的教徒並不能每星期日參與彌撒，村民便往聖堂公誦經文，此外按瞻禮齋期表去遵守教會規則，趁墟與罷工日等。

區鴻慈神父於1932年被委任為元朗區的主管直至1950年。
 區神父稱元朗共有99名信徒，上輋35人，下輋3人，橫台山2人，水流田5人，長莆25人。他在報告中的感想是，這區基督教的競爭力很大。他認為可幸天主教學校發展得十分蓬勃，很被家長看重，還可有一些抗衡的力量。穀神父及區神父都很熱心資助孤兒在元朗的教會學校就讀。

元朗區於1935年有傳教地點共24個，其中包括小教堂5間，傳教站15個，公所
4間， 學校5間，學生近200人。其中教徒學生只佔三分一 。
 傳教士在元朗區接觸的村落，在1941年達29個。1958年元朗區的教友散居在約40條村落。至1959年元朗區包括元朗墟、錦田金錢圍、長莆、良田等地，教徒已增至近1800人。
 由於村落教友大部份忙於農作，只能每隔一週才來聖堂一次。當時只有兩位傳道員，其中一位超過60歲的，只會說客家話。

有關元朗區客家村落的傳教記錄實在不多。只搜集得八鄉長莆和錦田金錢圍的一些資料。

長莆

八鄉長莆的聖若望小堂於1928年由司徒廷昭神父 (John Situ 1872–1947) 主持祝聖，約100教友參禮，建堂費用三分一由香港募捐，其餘從意大利募捐。金錢圍的教徒在1940年代前，都是到長莆參與教會禮儀。長莆教堂約在1980年代便停止使用，教徒便前往水邊村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參與教會禮儀。

傳教士在長莆曾開辦兩間學校，約30人報讀，是這區最大的天主教學校。其他地區的教友小孩，甚至從大埔也到這裡來就讀。區神父1936年中的報告稱長莆領袖家庭熱心傳教。

錦田

錦田原名岑田。1935年錦田鄉金錢圍的村民將祠堂以300元按揭給教會，用作教堂，名為聖母七苦小堂。村內許多人進教。但有些村民已有妾侍，未能立即領洗。1942年盧履中神父的教務報告謂，沒有傳道員協助傳教，一年內有11人領洗，兩人臨終付洗，一小孩臨終付洗。60年代金錢圍的村民已向教會贖回祠堂。其他曾按揭給教會的村屋中，有一間因沒有直屬後人贖回按揭，至今仍歸教會使用。

1948年1月25日，金錢圍教友要求教區支持金錢圍的錦全學校（小學）繼續運作。區神父斥資七百元修葺。1958年更與元岡村、吳家村、石湖塘成立四聯學校，承諾校監由元朗天主堂本堂神父擔任，並負責行政及經費。各級課程每星期有兩節教授聖經。

1962年脫離元朗區自成一區，由陳子殷神父主管，設有聖母軍，輔祭會，祈禱宗會及聖母會。1967年新堂建成，成為新堂區，移至錦上道吉慶圍側，改名聖猶達堂。錦田堂區的範圍包括石崗雷公田村、早於1926年已在八鄉上輋村建立聖家公所及錦田北圍的聖心小堂。

結論 
天主教進入大埔、西貢、元朗這些地區時，本應有機會接觸本地的五大家族。
 但事實上只全力向客家村落傳教。原因可能是歷史上的巧遇，即首先接觸了客家人。跟着，學習了客家話的西方傳教士，為了方便而沒有主動再接觸本地村落。這種假設也許低估了遠道前來的傳教士要「往訓萬民」
 的心願。所以，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傳教士發覺客家村落比較貧窮，亦比較容易接受新的信仰。可是，一旦傳教士與客家族群熟落起來，並伸手協助他們排難解紛，則本地村落便由於歷來土客之間的紛爭，很容易添增了一份對傳教士的敵意，令傳教士很難再打入本地人的圈子。

西方傳教士在客家村落出現時，代表的是西方的文明新氣象，新勢力，新思維。人民在清朝末代求變的悶局中，不能用鄙視的眼光把他們當作蠻夷。西方的勢力使朝廷逐漸地對傳教士的活動解禁，看在一些中國人的眼裏，是一種公開鼓勵人民接受外來事物的提示。再加上西方物質文明的一些實際好處，村民再不能只顧牢牢地守著故舊的傳統和事物。傳統的勢力和代表它的宗族架構已變成諸多求索而無力的保護者，當村民需要保護時，便要考慮這些新的外來者。傳教士以剷除迷信的方式來引入新的宗教，姿態上是以新文明的啟蒙者自居，是村民接觸西方文明的媒介。為這些村民，領洗入教便是踏出悶局的第一步。

當整條客家村變成一個進教村時，傳教士是在客家宗族、方言和地域之外再加上信仰的維繫。傳教士在付洗前要求他們放棄祖先崇拜、供奉神龕、參與打醮、神功戲等傳統，被別人視為離宗背祖，使這些進教村落與其他村落更為隔離。

碗窰及鹽田仔都曾產生過一些選擇以傳道作終生事業的村民，這一點，表示兩條村中，起碼有些人很認真地接受了信仰，並深深地投入教會的工作。但是這兩處的經驗卻給了傳教士不同的體會。首先，碗窰的居民以手工業製作為生，僱用了數以百計的工人，亦早已有了他們這行業的護守神──樊仙，再加上位於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可說是關係複雜，人口流動量大的地方，結果傳教士沒有建立起一個強健的教會基地。樊仙宮還是照舊運作，馬氏家祠也香火不絕。回過來看鹽田仔，雖然也是從事手工業──製鹽，但卻也兼有農業，而與碗窰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整條村在一個島上，而且全村單姓陳，單純而封閉，所以由於宗族的密切關係，結果可以形成一條教友村。島上沒有祠堂、廟宇、土地神位，它的居民至今仍在教會中活躍參與。除了神職人員，這條村還有很多從事傳道及教會教育的村民，可說是很成功的傳教例子。

粉嶺客家村內的崇謙堂是基督新教巴色會建立的教堂，這個傳道會標榜以客家人為對象。有學者認為因此巴色會令客家人要加強作為客家人的身份。因為它製造了一個客家人身份的社會環境，提供了一個維持客家身份的理由，及影響了客家身份可採取的模式。
 但是天主教傳教士沒有以方言作為個別地方教會的特色，只從實用角度去運用方言作為溝通的工具。傳教士亦以學習多種方言自豪，有需要時可以改換另一種方言。當新界客家村民因社會變遷放棄了方言，離開了本村，宗族關係亦因散居各處而再沒有生活上的聯繫時，剩下來的便只有信仰。這信仰更促使他們超越血統、種族，融入他們處身的大社會。

最後要順便一提的是，主力在這些客家村落工作的傳教士中，先後有三位升為主教；即和神父 (Volonteri)於1873年，另一位和神父 (Luigi Piazzoli)於1894年及師多敏(Domenico Pozzoni)於1905年先後升為主教。這表示羅馬教廷很重視這些實際在村落傳教的神職，希望委任給他們主教的牧職，為能領導整體傳教士投入村落的傳教。這也反映出當時天主教會內重視鄉村傳教的心態。

附錄一：客家會話

傳教士與鄉民的會話 ---- 法文、中文、客家拼音對照

 [image: image1.jpg]C. — Monsieur étant venu depuis si longtemps dans ma nation, et
étant allé précher la religion dans les villages de chaque
localité, a-t-il remarqué qu’il y efit une grande différence
entre la condition de vie des habitants de ma nation et celle
des habitants de sa nation ?

ﬁ T MR M AL H Kab sé loi pi koust an kiow, ya tad

) K R A 5 18 B, koc ichoit hiong tsoun i tch'on

E B O\ W 4 B kad, Kon tad pi koust gnin ké sen

o B OB B fat, 00 koul koust gnin ké san fat
B, EH HE? is'in hin, ts'a yor ki yan ?

M. —D’apres ce que j'ai pu remarquer, c’est 4 peu prés la méme
chose avec de petites différences; seulement ma nation donne
une grande importance aux arts et métiers et au commerce,
et votre nation donne une grande importance A l'agriculture;
c’est que le milieu n’étant pas le méme, il s’en suit que les
conditions de vie différent aussi. Le niveau de vie de notre
nation est plus élevé, le niveau de vie de la vétre est

plus bas

A P BB B PR K P gnin sO kouon ts'at, tot hé
K o B E s t'ai toing siad y; poiut kous pi
NEELHE £ koutt gnin tchoi tchoing koang
B (% E B % AB chong nidp, tSai koui kouet hé
WIFER, FF U E  tchod tch’ozing nodng nidp ; yn voui
I LB A X R, W fin kin mg todng, so j sen fit
B AR & 15 A2 B . (s'in hin ya ts'iod yom ts'a y. Pi
BB A R E B kowdt ké sin fit tch'in tod kous
1K kao, koul kougt ké' sén fat tckh'in

t’01 koud taz.

C. —Ah! ce que Monsieur dit est bien juste. Mais les coutumes
de ma nation sont des plus stupides, et de plus ce sont des
villageois qui n’'ont pas la moindre instruction. Quand
Monsieur préche la religion il doit certainement rencontrer
beaucoup de difficultés.

#*% + Bf iw 1. ¥ B! {H  Kad sé so kong ké* toui a! Tan pi
& Br R kout gnin ké fomng siolic kit tchot
M N BE  leod, yoi k% chi hiong ts'omn gnin
B F B, mo it tehi chit. Kad sé oi tch’on
% W k. kad, yt t'in voé' you hao to Koin
nan.

M. —0h! du tout. Votre nation est bien aussi comptée pour &tre
un pays d'un seul culte. Monsieur dit que les villageois
n’ont pas d’instruction; pour ceci, les villageois de chaque
nation, en général se ressemblent tous.

Um! R . fF @;é:a& Ka! méyang. Ts'ai koui kouét son

R — i Bz H loi ya hé yt ké* I gni tzé pang.
56 4 35 8K &Y N JEE %’ Swn sang vd hidong is’oun gnin mi
ik, A 6F & BB ERRY  ichi chit; I3 hét kde koult ké hiong
A, K B BB AE [ ts’oun gnin, t'ai ' tott siong t'oting.




Charles Reys: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 language Hac-Ka, Nazareth –Hong Kong, 1937, pp.694-695

附錄二：碗陶就是碗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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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和神父  (Volonteri) 新安縣全圖的局部。圖中偏左的「碗陶」就是碗窰。
附錄三：傳教士的報告
高主教的報告：1875年2月2日出發巡視教務。西貢教堂被1874年的颱風吹毀，和神父 (Piazzoli) 已預備好地基，建一可容300人的聖堂。從西貢經過鹽田仔，再大約半小時的船行後到達 Wo-ni-chun ，兩年前這裡沒有教徒，現在已有25人，及同樣多的慕道者。隨後兩小時步行到 Cha-van 那裡正計劃加建一新教堂，再經山路到大浪。這裡有最多的教徒，很少人未入教，所有迷信的物件都已毀滅，這裡停留了4天，與村民一起歡渡農曆新年。離開大浪便到蜑家灣，之後乘海星號船往深涌，那裡和神父鼓勵村民築一長堤使海水在高潮時不至淹沒農田。由於教會的影響，使一向在這裡出沒的海盜及盜賊，不再在這裡群集。從深涌往沙田途中，探訪了烏溪沙，巡視去年完成的小堂，現已有30多人入教。從沙田攀山往九龍，在聖灰瞻禮前夕抵達香港。 [高主教1875年3月26日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5. Vol. IV, P. 247-250]

穆神父的報告：1877年11月五5中午乘船往大陸，一小時後到達，然後行山路，晚上抵達西貢，那裡有大約30教徒，節日則從各地數百教徒來慶祝。翌日乘船經過鹽田仔在黃泥涌下船，那裡正建立一新教友團體，經約一、二小時步行後抵赤徑，那裡有熱心的教徒。1866年我在這裡一間茅屋住宿，其後建立了一宿舍及一小堂，我在本年9月21日祝聖，隨著便往大浪，這區最重要的教會團體。這裡有一位本地傳教士，這區的3條村大部份教徒在1867年由和神父 (Volonteri) 及我付洗，探訪完畢，晚上回到赤徑，翌日，到達 Kak-cha-long 有一傳道員等待著，介紹7、8家庭要求慕道。為求証他們的誠意，我要求他們將所有迷信的物件燒毀，他們同意了。若他們保持誠意，全村將入教，隨著下山到海邊的叫海下的村落，那裡有3家人也燒了偶像。隨著上山到達 Lam-son 有3家人，我們也燒了外教的物件，但村長有些困難。晚上在深涌過夜，是一個細小但優良的教友團體，翌日一早回程，在探訪了有很多慕道者的 Thai-van-lhen 村後，晚上抵港。 [1877年11月19日穆神父 (Burghlignoli) 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8. Vol. X, P.125; Les Missions Catholiche, Milano, 1878. Vol. VII, P.28]

附錄四：陳氏司鐸世系
按陳氏族譜顯示兩位鹽田仔陳氏司鐸的世系如下：

寶安（新安）　鹽田

陳孟德

(有三男)

＿＿＿＿＿＿＿＿＿＿＿＿

｜
　　　｜　　　
｜

可養
　　　可旺

可發

(有二男)　　  (有二男)         (有一男)

|

源昌
(有四男)
＿＿＿＿＿＿＿＿＿＿＿＿＿＿＿＿＿＿

|

｜

｜

｜

龍基

星基

廣基

存基
(有二男)          (有一男)         (有五男)          (有三男)

|


|
          ｜

廷和 
        廷興               廷勳

(有三男)              (有四男)         (有三男)

｜

        

            |

丹書 

    
        國俊

(1890-1975年,  


     (有二男)

1917年晉鐸)


          ｜

                             多祿

                             (有六男)
                             |

                            志明

                              (1952年出生，1979年晉鐸)
有標記者為1866年聖誕日領洗的陳氏教徒。

按鹽田仔陳氏族譜，其字輩排列次序是：孟、可、源、基、廷、國、榮、華、富、貴。
[按天主教領洗記錄及陳氏族譜編製＿＿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2004.04.29] 

�鄭宇碩編著: 變遷中的新界，1983，大學出版印務公司 P.16; 高添強：香港今昔；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PP14, 18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頁29」


�謝劍: 香港的惠州社團 - 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1981中文大學出版社 P.8


�香港法定古蹟 - 新界, 大埔碗窰村古窰遺址（傳單），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出版 


�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898, App No 3.; 鄭宇碩編著:變遷中的新界，1983，大學出版印務公司 P.69。


�P.P. Wodehouse “Report on Census 1911,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912


�James Hayes: Itinerant Hakka Weaver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8, 1968, pp. 162-165


�Peter Y.L.Ng: New Peace County – a Chinese Gazetteer of the Hong Kong Reg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3, pp. 28, 34, 58.


�世系群 (Lineage) ，地域解組 (Delocalization)


�謝劍: 香港的惠州社團──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1981中文大學出版社 pp. 8-10


�按田英傑的資料汀角、赤徑、大浪並非客家村。[参考Sergio Ticozzi: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early 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Its peopl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Seminar – April 15,16 1983, p.15]。可是據2005年2月16日訪問盧子榮神父的資料，他曾在70年代在西貢區傳教；他肯定大浪、赤徑、深涌等為客家村。又傳教士的報告中多處將汀角寫作 Tang Kok ，是客家話的讀音。按張展鴻教授的報告，赤徑是客家村。[参考 Sidney C.H.Cheung: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s series Vol. 153 – Traditional Dwellings, conservation and land use: a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Sai Kung, Hong Kong: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02. pp. 33-51]。至於大浪，東江縱隊曾在那裡作常駐地。由於東江縱隊與客家有密切關係，該地是客家村是毫不出奇的。


�從1865年開始，和神父 (S. Volonteri) 便穿上唐服傳教。[参考穆神父寄給長上的信，羅馬宗座外方傳教檔案，XVIII, 169, 由 G.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q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I, Milano 1959, pp. 89 引述]


�50，60年代的新界村落到處都是說客家話的人，從事農耕的大都是客家人，說廣州話的市民到了新界要找人翻譯。五十年代的移民潮從內地來了很多說廣州話的難民，部份移居到新界，使新界說廣州話的人增多並逐漸成為主流。[2005年1月7日康建璋神父訪問]。


�1962年陳子殷神父在錦田的客家村金錢圍傳教。村民除了幾位老人家外，其他人都能說廣州話。結果在該年他見證了教堂的公眾唸經由客家話轉為廣州話，為使村民更能熟習廣州話 [陳子殷神父2005年1月13日訪問] 


�陸鴻基教授2005年1月7日的電話訪問


�謝劍: 香港的惠州社團──從人類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1981中文大學出版社 pp. 39,60-61


�1877年11月19日穆神父 (Burghlignoli) 的信：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8. Vol. X, P.125; Les Missions Catholiche, Milano, 1878. Vol. VII, P.28


�Shou-hang


�Piang-tsoun


�李神父 (Pierre Le Turdu 1821-1861) [参考 Launay, Adrien: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 Mission du Koung-Tong; Paris, 1917, P. 90-92; Re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1659-2004 Archives de Missions Etrangeres; Paris 2004, P. 118]


�清咸豐年間，粵東蕉嶺天主教徒曾桂英到福建省西部武平下垻鄉設立“誦經所”。天主教在1649年因傳教士離開而停止活動後再度於閩西活躍。 [參考：胡希張, 莫日芬, 董勵, 張維耿──客家風華，pp. 323-325]


�香港開埠最初的二、三十年是具有中英特色的教育體系初次接觸的時期。中國傳統的私塾、傳教士辦的教會學校和英政府辦的官立學校同時並存。[參考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 一 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 pp,33-34]


�陸鴻基教授電話訪問 2005年1月7日


�德若翰 (John Michael Spada, 1867-1950) 於1894年2月20日在西貢發出的信： 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94. Vol. XXIII, P. 197-198


�師多敏(Dominic Pozzoni 1861-1924) 於1892年起，為新界區傳教工作的負責人，直至1905年被委任為主教。


�師多敏1895聖雅各伯瞻禮(07/25)在西貢寫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95. Vol. XXIV, P. 496


�師多敏於1898年9月3日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98. Vol. XXVII, P. 532-533


�師多敏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91. Vol. XX, P. 30-31


�1888年聖馬爾定瞻禮(03/21)師多敏神父在西貢致長上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89. Vol. XVIII,p. 8


�1886年2月28日師多敏神父給長上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86. Vol. XV, P. 212-213；按2005年1月13日訪問陳子殷神父提及，他祖父在孩童時，見了神父要雙膝叩跪。


�田英傑(Sergio Ticozzi) 著作包括：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Cath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Gianni Criveller: Piccola Storia Missionaria di Yim Tin Tsai, Sai Kung, Hong Kong (manuscript 2004) p. 3


�Raimondi-Marioni 28-11-60, Archivio Missioni Estere: XVI,630 由 G.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q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 Milano 1950, P. 274 引述


�Apostolic Letter establishing the Vicariate Apostolic of Hong Kong, 1874.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01-01.


�1886年2月28日師多敏神父給長上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86. Vol. XV, P. 212-213;  班嘉理神父 (M. Pagani)在香港2004/12/30的訪問


�有一位領了洗八年的客家人，教聖人福若瑟神父普通的客家會話。6個月後於1880年一月，他第一次聽教徒用客家話辦告解。[参考Fritz Bornemann: As wine poured out, Blessed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Missionary in China 1979-1908, Divine World Missionaries, Rome, 1984. P. 49-51]


�和神父 (Volonteri) 所繪製的地圖，在1866年於德國印製出版。�


�Emilio Pozzi 於1895年3月1日寫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95. Vol. XXIV, P. 246-247


�雷神父Charles Rey 從1889年起在嘉應州工作了7年，後來於1929年在汕頭工作，並在五經富為當地居民建築了一條長一百多米的橋。他編篡了一本客家──法文字典，由法國政府斥資出版。美國傳教士後來在客家地區傳教也以這本字典作枱頭的參考工具書。[参考Downs, William J.: The Kaying Diocese – A Histroical Sketch 1845-1961, 1962, P. 19]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epertorie des membr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1659-2004; Paris 2004, P. 280]


�Robert Streit, Johannes Dividinger: Bibliotheca Missionum Vol. XIII, 1885-1909; Herder 1959, Rome. P. 277-279


�1886年聖嘉祿瞻禮(11/04)，和神父 (Piazzoli) 在大浪給長上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87. Vol. XVI, P. 9-10; 1888年聖馬爾定瞻禮(03/21)師多敏神父在西貢致長上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89. Vol. XVIII, P. 8


�本地修女在當地教導女孩及婦女要理，她們的貢獻不可計算。她們謙虛、修儉、熱心，由一條村步行或坐船到另一條村，到處巡迴承受很大的困難，預備人領洗，鼓勵教徒遵守規則誡命。若我們有一些為男士工作的人將會十分美好。現時只有兩位修女在內地，我們有需要起碼多4位修女在這裡工作。[参考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3. Vol. II, P.14-16]


�天主教大埔傳教130週年暨聖母無玷之心堂成立70週年紀念特刊  [参考:班嘉理神父 M. Pagani在香港2004/12/30的訪問]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 p.


�Elizabeth Johnson ;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research i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Leisure &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2000, 2000.


�大埔七約為大坑約、粉嶺約、林村約、翕和約、汀角約、船灣約及梓樹灘約。[蕭國健，香港史地探索文集，香港：著者自刊1986， p. 90.]


�天主教大埔傳教130週年暨聖母無玷之心堂成立70週年紀念特刊


�碗窰武帝廟福德祠碑上以碗陶作碗窰。[參考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錄彙編》第一冊。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年。P.81.] 在和神父 (Volonteri) 的新安縣全圖上，這地方也寫成碗陶；以客家話讀法的「陶」字正是廣州話的「窰」字一樣。


�本報告內將提及兩位和神父 ，Volonteri 及Piazzoli，他們都只有中文的姓，沒有名字。


�香港考古學家區家發先後於1995和1999年對碗窰遺址進行的考古調查，發現了陶瓷製造業的遺址和開採瓷土礦之礦坑。碗窰村背山面海，山與海之間是一座座的山崗和一片沖積平原。傾斜度35°－40°的小土崗，是建築龍窰燒瓷理想之地。打泥洞和打鐵屴村一帶，昔日草木茂盛，有充足的燃料，也有數條分支的小河，從山上蜿蜒流下，可供利用安裝水輪車帶動的水碓，舂碎瓷土礦；更可以利用這些水源淘洗舂成粉末的瓷土，提煉成可用作製瓷的優質瓷泥。昔日的碗窰河，流水量比現時大得多，可行駛舢艇；同時，大埔海的海灣也伸入至碗窰村附近的畔涌村，海路運輸，十分方便。當時碗窰的產品可以通過水路運輸至珠江三角洲甚至遠達東南亞各國銷售。[區家發, 周世榮, 曾廣億等：香港大埔碗窰青花瓷窰址調查及研究；香港區域市政局出版：1997；pp. 6-21]


�他們於元末明初時輾轉向南遷徒，居大埔碗窰村一帶。江西原是陶瓷業發達之地，故此文、謝族人懂得燒製瓷器。由於大埔碗窰蘊藏豐富的製瓷原料，又有充足的燃料和水力資源，且有水路通往吐露港，交通方便，非常適合發展陶瓷業生產; [參考香港法定古蹟 - 新界, 大埔碗窰村古窰遺址（傳單），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出版]


�樊仙宮正廳內懸掛的木牌匾可上溯清朝乾隆庚戍年間 (1790年) 的雕刻。馬彩淵請來碗窰，各地村民為求風調雨順，人畜平安，均前來恭奉。每年農曆5月16日樊仙公寶誕，歷代相沿，一連4日5宵均有演木偶戲，以示賀誕。後樊仙宮由碗窰鄉十村共同管理，每逢佳節，村民均集資以舉行盛事。該廟曾4次重修。1999年展開歷時一年的科學的修繕工程。現已列為法定古蹟。[参考: 古物古蹟辦事處, 香港法定古蹟──新界, 大埔上碗窰樊仙宮; 大埔碗碗窰樊仙宮網頁 http://hk.geocities.com/wunyiuhk/]


�香港開埠最初的二、三十年是具有中英特色的教育體系初次接觸的時期。中國傳統的私塾、傳教士辦的教會學校和英政府辦的官立學校同時並存。[參考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 一 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 pp,33-34]


�碗窰樊仙宮後曾有一武帝殿，建於清代中葉。光緒廿三年1897重修。1935年與傾圮的福德祠并為一廟。


�James Hayes:The Pottery Kilns at Wun Yiu, Tai Po,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5, 1975, pp. 291-292


�G.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q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I, Milano 1959, pp. 85-87


�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3. Vol. II, P.14-16;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7. Vol. IX, P.324-325


�天主教大埔傳教130週年暨聖母無玷之心堂成立70週年紀念特刊,1992.


�那時太和市仍未成立。


�柯神父 (Gaetano Origo 1835-1868) ???


�G.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q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I, Milano 1959, pp. 85-87


�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錄彙編》第一冊。香港：香港市政局，1986年。P.46.


�http://www.fushantang.com/1005/e1005.html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 p.78.


�高神父1869年12月1日寫給傳信總會的信。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de la Foi. Vol. 42. Leyon: 1870, pp. 223-224


�Burghignoli 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6, Vol. VIII P.47; 天主教大埔傳教130週年暨聖母無玷之心堂成立70週年紀念特刊,1992.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存有兩張地契，分別為1865年（同治4年）九龍炭廠龍海邊田的一張地契和1869年（同治8年）從劉南生兄弟買得沙地園兩塊田 (19ｘ21米；14.5ｘ11米) 的地契。


1890年代重新建成一間小堂。教堂附近的農田後來租給農民耕田蓋屋供超過300人居住。1930年政府向教會收回該地以擴建啟德機場，教會要求政府以該地換一塊九龍城附近的地重建教堂、學校、宿舍。


為此，政府撥出隔坑村道10號NKIL. 1461，並要求於1931 年內建成的教堂（地租為每年一元），但教會在1932 年9月仍要求政府寬限一年。一年後，教會再要求寬限數年，原因是教會興建 KIL. 2153 的教堂已負上了一筆債務，一時間未能另外籌得款項。1933年底政府要求交付300多元罰款作延長一年的准許，直至1937年才在面積為150坪建成三層高的建築。地下建築面積為10.9坪設有學校，名為大同學校，二樓88.4坪為教堂，經常有四百教友，三樓35.87坪為神父宿舍。


1937年6月7日聖堂落成祝聖。該堂由 Gomes 家人捐款興建，為紀念其先人 Francis Assisi Gomes故教堂改名為 (St. Francis Assisi) 。起初由和靈道神父 (Carmelo Orlando 1907-1979) 駐守，顏思回神父 (Andrew Granelli 1892-1976) 當時為聖德肋撒堂主任，卻在大同學校校舍設有教理委員會。兩年後由唐多明神父 (Domenico Bazzo 1906-1998) 駐守，並且於該年底在主日開兩台彌撒，即早上6時及7時半。直至日治時期，唐神父仍留守在那裡。政府在1939年1月9日簽發的地契上列明以每年24元租於教會。


1943年9月，佔港日政府為擴建機場，徵用隔坑村的教堂，只給予7500日圓作賠償損失。該年有150教友聯署要求教會在龍崗道尾教會的物產內舉行主日彌撒。[参考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II-24-06]


�高神父1872年11月18日給米蘭的長上的信件：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3. Vol. II, P.14-16；當時西貢漁民經常運送鮮魚到九龍城販賣，所以兩地的行人通道十分通暢。


�據說：西貢的天主教舊址在西貢墟的天后廟和觀音廟之間，現為永和餐廳的所在地。


�G.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q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I, Milano 1959, pp. 90


�1892年6月21日，師多敏從西貢寫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che, Milano, 1892. Vol. XXI, P. 460


�丁味略神父 (Emilio Teruzzi) 歷史研究手稿 :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22-04。


�和神父 (Volonteri) 在香港地區服務了十年後於1870年2月前往河南主持教務，1873年祝聖為主教，1904年於中國逝世。


�Baron de Huebner: 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II, 382-87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 p.


�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3. Vol. II, P.14-16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05-01: 1873節日時，在西貢有80多教徒辦告解，領聖體。; 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3. Vol. II, P.14-16


�1877年1月23日高主教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7. Vol. IX, P.324-325 至1959年的331人。[参考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05-01, I-08-02]


�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86. Vol. XV, P. 212-213


�和神父 (Piazzoli) 生於意大利北部貝加模 (Bergamo) ，當時還屬於奧地利。他19歲準備進入軍事學院，卻突然入了修院。在領受了6品後，他卻突然間決定進入米蘭外方傳教會。晉升神父後一年，便被派遣到香港傳教。他立即學習客家話，因為他要大陸傳教，後來他也學會了說廣州話和鶴佬話。[参考 Fritz Bornemann: As wine poured out, Blessed Joseph Freinademetz SVD, Missionary in China 1879-1908, Divine World Missionaries, Rome, 1984. P. 49]


�這兩位修士，譚修士 (Antonio Tam ?-1875) 和符修士 (Matteo Fu 1825-1909)，準備領受6品，在西貢權充實習傳道員。後來他們於1875年5月於高主教手中領受司鐸職務。[参考 G.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g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I, Milano 1959, pp. 311]


�1886年8月21日師多敏 (Pozzoni 1886-1906) 神父給長上寫了一封詳盡的信，最能夠表達辦教育和傳教的關係：「西貢區的7間學校中，有6間我去過。從這數月來的觀察，學校有很大的傳教作用。首先，使傳教士和非教徒之間建立良好關係。這裡的學校除了一間外，其他全是教徒和非教徒混合上課的。最大的作用是他們能一起生活，使非教徒對教會有好感。學校全日上課，有些學生更留到晚上。學生只在吃飯及睡覺時才回家，其他時間不准在校外流連，只可坐在課室內。這樣，學生看到教徒的榜樣，尤其是教師定時進堂頌經，及向教徒教授要理，心裡會傾慕入教。但是非教徒的父母會阻止他們入教。其實，學校有它的必要性，尤其是為已入教的兒童。沒有學校，他們會成為文盲，被人鄙視和欺騙，連帶教會也被貶抑。教會若不辦學，入教兒童要到外教學校讀書，受仇教的教師薰陶，最後會離棄教會，或起碼因為沒有人教導而不認識要理和經文。傳教士總是東奔西跑，不會在一處固定下來，沒有時間教導兒童。奉教父母也因學識不多不會教導。學校十分重要，反而美麗的教堂及宿舍是其次。在一處建立美麗的教堂而沒有足夠金錢在別處也建築一樣美麗的教堂，反而會引起紛爭。」[参考1886年8月21日師多敏神父給長上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86. Vol. XV, P. 509-511]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4. Vol. VI, P.87


�Les Missions Catholiche, Milano, 1892. Vol. XXI, P. 460


�G.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g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II, Milano 1963, pp. 65


�1888年聖馬爾定瞻禮(03/21)師多敏神父在西貢致長上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89. Vol. XVIII, P. 8


�Gianni Criveller: Piccola Storia Missionaria di Yim Tin Tsai, Sai Kung, Hong Kong (manuscript 2004) p. 13-16.


�1929年，黃神父被派往西貢服務，稍後在1930年，再轉到大浪服務。黃子謙神父 (Francis Wong 1894-1942) 生於香港灣仔，曾在傳教區修院裡讀書，於1917年升神父。他最初十年在汕尾（海豐）傳教，曾於1927年與陸伯祥神父 (Michele Robba 1878-1948) 和白英奇神父 (Lorenzo Bianchi 1899-1983) 一起被共黨人士拘禁，幸而在恩主教斡旋下最終獲釋。[参考: 田英傑: 香港天主教掌故，聖神研究中心 1983，pp. 192-199]


�郭景芸(1911-1942) 參考 http://archives.catholic.org.hk/memory/R-Kwokk.htm.


�Hong Kong – missione e martirio, la storia di padre Emilio Teruzzi ucciso a Saikung nel 1942; Tiemme, Milano, 1992.


�范賚亮神父 (Valeriano Fraccaro) 參考 公教報1974年10月4,11日，東方日報1974年9月30日。 


�與大埔區的鹽田仔同名。西貢區的鹽田仔又名鹽田梓。


�坪洋村陳氏為打鼓嶺六約各村中最早的開拓者。[參考梁炳華：北區風物志：香港，北區區議會出版，1994. p.44]


�Wan C.T. Jennifer (溫卓婷)：From Salt Pan to Resort Plan – Heritage Conservation for the Island of Yim Tin Tsai, Sai Kung (Master Dissertation at HKU, October 2004) pp. 14,17,19,40


�丁味略神父 (Emilio Teruzzi) 歷史研究手稿：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22-04。


�鹽田仔領洗紀錄；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V-14-04;福若瑟神父(Josef Freinademetz 1852-1908)於2002年10月5日被教會宣佈為聖人。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I-05-01


�1892年6月21日，師多敏從西貢寫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che, Milano, 1892. Vol. XXI, P. 460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I-08-02


�陳丹書 (Chan, Joachim 1890-1975)，1890年8月13日在香港新界鹽田梓出生，1901年加入香港修院。1917年6月2日晉鐸。晉鐸後，往海豐汕尾服務。1930年調往惠陽，直至二次大戰後，於1946年調回香港，服務香港仔聖伯多祿堂。一1955，為寶血兒童村駐院神師。一197510月14日逝世。[公教報 1975年10月14日]


�陳志明在11名兄弟姊姊中排行第7，幼年居於太古樓 (即現時置富花園的位置)，受露德聖母堂的法籍明之剛神父的榜樣吸引，66年加入小修院，當時正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教會在思想及生活方面出現變動，在修院13年來，經歷很多內心衝擊。當修生時，他曾往九龍城寨從事青年服務，到聖母醫院擔任牧靈工作，又分別在明愛家庭服務及荃灣一家工廠實習一年及3個月；1975至76年，在聖瑪加利書院任教倫理兩年，並曾赴法國泰澤作8次個人靈修。 1978年晉昇執事，並在柴灣海星堂實習9個月；79年晉鐸後，即出任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助理司鐸至83年9月，接著到石硤尾聖方濟各堂服務兩年；85至92年獲委任為九龍區主教代表，90年起更兼任新界區主教代表，92年獲任命為副主教，直到現在，當中97至99年曾負笈羅馬，在聖多瑪斯大學攻讀靈修神學碩士課程。他是西貢鹽田仔第7代原村民，每年五月該村聖若瑟堂主保瞻禮(05/01)前後，均會返回鹽田仔主持感恩祭與鄉親父老敘舊。[参考� HYPERLINK "http://cathedral.catholic.org.hk/parish_priest/vg_chan.htm" ��http://cathedral.catholic.org.hk/parish_priest/vg_ch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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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據古物古蹟辦事處在1997至98年間的調查，大浪灣四條古村可能已有200多年歷史，跟據《大浪西灣黎氏族譜》，黎氏的祖先於明朝成化年間 (公元1465至1487) 在此定居。咸田村的村民姓溫，祖先由西貢蠔涌和大埔仔遷居至此，村民移居咸田已經過7、8代。1980年，咸田村西北約300米附近發現圖紋陶片。其後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包括4000至2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陶器和石器。[参考http://go.to/tailong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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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1月19日穆神父 (Burghlignoli) 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8. Vol. X, P.125; Les Missions Catholiche, Milano, 1878. Vol. VII, P.28


�穆神父寄給長上的信，羅馬宗座外方傳教檔案，XVIII, 169, 由 G.Tragella: Le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 nel quadro degli avvenimenti contemporanei, Vol II, Milano 1959, pp. 89 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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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3. Vol. II, P.14-16


�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95. Vol. XXIV, P. 246-247


�沈若瑟神父(Giuseppe Zamponi 1870-1925)於1900年聖多瑪斯瞻禮(12/21)在赤徑寫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900. Vol. XXIX, P. 197


�港九獨立大隊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P. 14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05-01, I-08-02]


�梁煦華: 穿村; 香港野外學會 2002，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P. 148-149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05-01; I-08-02


�高主教1875年3月26日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5. Vol. IV, P. 247-250


�1877年11月19日穆神父 (Burghlignoli) 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8. Vol. X, P.125; 1877年11月19日穆神父 (Burghlignoli) 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che, Milano, 1878. Vol. VII, P.28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I-05-01; I-08-02


�蜑家灣於1959年有教徒118人。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I-08-02


�東江縱隊屬下的港九獨立大隊於1942年2月在黃毛應教堂宣告成立; 港九獨立大隊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圖片頁; 1959年該地仍有教徒82人。[参考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08-02]


�按劉義章教授2004年11月11日提供的資料，西貢白沙澳村建有教堂（約1910年）及學校。


�南山於1959年有教徒56人。[参考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I-08-02]


�傳教士曾在北潭涌上窰村興建了一間小堂名叫聖母七苦堂，聖人福若瑟神父曾在這裡學習語言和傳教。小堂在現時民俗文物館附近。上窰村建於一高出地面的平台上，於入口處築有塔樓。村內共有一排八所並列的房舍，由黃姓的客家人於一百五十年前所建。上窰村於1983年修葺後，闢作民俗文物館。館內陳列各種耕種工具及農村傢具，使人如同置身於客家村落之中。村民因建窰燒造殼灰，作灰泥及肥田料之用而致富，及後由於泥及造磚行業的競爭，窰燒工業遂告沒落。村中的殼灰窰亦已修妥，開放給市民參觀; 香港法定古蹟 - 新界, 西貢上碗窰村（傳單），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出版


�浪茄於1898年已存在，由黃、劉、鄧、李、鄭五姓人聚居。1905年政府給村民「大契」，擁有業權的有數10人之多。1975年最後一位村民遷離，60年代中全盛時，村民有130餘人，1969年起村民陸續遷離，6年後完全荒棄。這與政府興建萬宜水庫，影響水路交通有關。[参考: 梁煦華: 穿村; 香港野外學會 2002，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P.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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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伯多祿堂建堂50週年紀念「划向深處」, 香港：2002，pp.8-9.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IV-15-03


�區鴻慈神父 (Valva Didacus D’Ayala 1900–1989) 於1925 年晉鐸，於1930年被委任為新界區的助理司鐸，工作範圍包括元朗、大埔、荃灣。兩年後成為主任直至1940年。其後曾往惠州傳教。1945年重返元朗工作，直至1950年新界重新劃分區域後，才專任荃灣區主任。


�聖伯多祿堂建堂50週年紀念「划向深處」, 香港：2002，p.9


�在當地租賃作教會用途的地方稱為公所。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I-06-05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I-08-02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IV-15-03


�按2005年1月13日訪問陳子殷神父提供資料。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IV-15-03


�新界錦田、屏山、廈村的鄧氏，新田的文氏，上水的廖氏，粉嶺的彭氏，上水附近的侯氏，河上鄉、丙岡、燕岡及金錢村的侯族都久在新界聚居，人口最眾居地最富庶的五族。[参考: 鄭宇碩編著:變遷中的新界，1983，大學出版印務公司 P. 8,11]. 有關「新界五大族」，科大衛曾對其涵義有更詳盡的說明 [參考珠海文史研究所學會：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上），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PP. 51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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